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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一文中提
倡从财政的角度来观察国家，探究国家的性质、形

式以及国家的命运，他认为国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都受制于财政制度。财政制度作为规范国家财

政分配关系的法律制度，任何财政改革、财政制度

的变化，都会影响着不同主体的分配关系，进而影

响着他们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国家治理

能力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

不乏治国理政真知灼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

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

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国政

府治理的重要时期，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唐朝财政制

度安排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耦合机理，对现

代财税制度设计、均衡央地财政关系、国家治理等

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同时也为我国财政学的理论

创新提供历史演变逻辑辨析。本文在分析时，进一

步将唐朝财政制度细化为赋役制度、征纳管理制

度、财政体制、预算制度、财政监督制度等，以“安

史之乱”为转折点，分析不同制度安排如何影响

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借古喻今，反思历史给现实

以借鉴。

一、赋役制度变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演变

赋税是国家凭据政治权力取得财政收入的重

要形式和调控手段。唐承隋制，前期赋役上实行均

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

“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它以民户

授田为基础和前提。《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之

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这

时期的赋役制度，以田地多少、课税丁口多少征税，

为确保租庸调的顺利实施，规定每户编造手实，再

根据手实编成户籍，按每户丁男、中男数均田、定赋

役。手实、户籍、均田、租庸调之间互为依据，便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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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有效地组织赋役征调。

唐朝通过改革农具、兴修水利、统一钱币、统一

度量衡，促进农工商业全面发展，先后有“贞观之

治”“永徽之治”“则天之治”“开元之治”，做到“东至

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

道路焉”淤。国家职能有效实施，政权稳固，国家治理

秩序良好。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
是唐朝财政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后，

中原经济残破，农户大半逃亡，管理乏力，国库空

虚，但支出不减，征调不已。土地兼并严重，赋役失

衡，农民负担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两税法是针

对以上诸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较为适应当时的社

会需求。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即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

地人，上籍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征税范围、

税负相对公平，当然更主要是满足中央政府的财力

需求，以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

二、征纳管理制度影射出不同的国家治

理能力

国家通过赋税的征收与纳税人形成了征纳关

系，为确保赋税征纳的科学、合理，足额纳税，唐朝

制定有严格的度量衡。在租庸调制度下，“凡赋役之

制有四：一日租，二日调，三日役，四曰杂徭。课户每

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

五分之……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

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

免。”于它对唐朝赋役的种类、税率、课税标准、减免

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亚当·斯

密“税收原则”中的确定原则。税收确定原则杜绝征

税人的任意专断征税，加重税收负担，以及恐吓、勒

索等行为。不仅如此，《赋役令》对征收过程中官吏

违法违规有明确的规定：“皆行公文，依数输纳；若

临时别差科者，自依临时处分，如有不依此法而擅

有所征敛，或虽依格、令、式而擅加益，入官者，总计

赃至六匹，即是重于杖六十，皆从‘坐赃’科之。假有

撤回加益入官绢满一百匹，比敛众人之物，法合倍

论，倍为五十匹，坐赃论，罪止徒三年。‘入私服者，

以枉法论’，称‘入私’，不必入己，但不官者，即为入

私。官人有禄，枉法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

匹绞；无禄者减一等，二十匹绞。”对于缴纳方，如果

存在逃避赋役，也有明确罚惩规定，如“凡人有课役

而全家逃亡者，按丁夫在役逃亡定罪盂”。这些法律

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唐前期以法治国的“从

法”意图，要求官民均依法行事。国家治理能力强调

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法能力和执行法度，唐前期赋

役征纳严格依法进行，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治理效

能较好。

随着安史之乱，农户多有逃亡，“籍账之间，虚

存户口，调赋之际，旁及亲邻，此弊因循，其事自

久。”榆由此而随意科派、摊收亲邻之事随处可见。

两税法在征管上，就如《旧唐书·杨炎》所说：“凡百

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

入。......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
准，而均征之。”规定地税的税率是以大历十四年垦

田数为基准，按比例分摊。虽体现了一定的税率标

准和依率课征的精神，但因有丁租、庸调等并入，难

以固定税率，具体的税率不定。这种不确定性与租

庸调下的确定性相反，在征管过程中随意加征的现

象就尤为突出；而两税法实行的摊派制，虽然在一

定年限内，各州县应上供的数额一定，但由于纳税

户的不确定和地方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摊到每个

百姓身上的税额多少由地方政府说了算，这为地方

政府和官吏随意开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

另外，两税法的赋役征收中，以货币定税，以实

物交纳也存在一定弊端。货币的供求关系变化会导

致物重钱轻或物轻钱重的现象，如陆贽所说：“定税

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

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

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

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于《唐六典·户部尚书》。
盂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隋唐卷》第 190页，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榆《唐会要·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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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倍输。”淤当货币供给不变（当时经济条件下，白银

产量一般难以增加），而对货币需求增大的情况下，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的稳定，也增加了民众的

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当货币供给可以调整的情况

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控制实物价格，如此一来则

“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

也。”于

三、不同的央地财政关系直接影响国家

治理能力

唐朝的央地财政关系先后经历了唐初期到唐

德宗建元元年（618-780年）以租庸调为征税基础的
中央集权型财政关系（统收统支）、建元元年到元和

四年（780-809年）以两税法为征税基础的地方分权
型财政关系（定额包干管理）、元和四年以后（809-
907年）随意调整剩余索取权的“二元”权力格局为
基础的央地争权型财政关系。不同的财政关系下中

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分配不同，对整个社会

的治理也有所差异。尤其是中央、藩镇和州郡三者

财权事权调整对国家治理能力有显著影响。政府间

财政关系除直接影响着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治理

能力，还会间接影响市场、社会、民众等其他国家治

理层面。

租庸调下的中央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中央与地

方分配方式及程序如下：在中央统一征收税率、征

收方式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按期完税、纲典上供、转

运输税。地方各级的开支，如官吏俸禄、行政开支、

军队供应、水利河工等，由地方造册申报，按中央批

准之数，在应上交粮物中予以扣留。其余的钱物则

按照中央规定，或运送中央，或递送边防，或贮库备

边。在唐前期中央强权下，财权高度集中，地方按中

央王朝要求履职，各项财政经济活动有序进行。

两税法中的留州、送使、上供三分法，实则是一

种定额包干制，中央采取以支定收的方法，在核定

了州、使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项目及其数量界定

后，每州有固定的上供定额。这从程序上保证了中

央赋税收入如数征纳输送，缓解了自战乱以来困难

重重的中央财政危机。两税法的定额包干制，理顺

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与地方混乱的财政关系，其

目的是实现集权，在军令与政令不统一下，确保中

央有足够的财力，以实现政权稳定。

但唐后期元和四年以后，央地财政关系进入了

央地争权阶段，两税三分法进一步扩大和合法化了

地方高一级政府（藩镇、节度使）的权力，地方分权

渐盛，中央为争夺财权，与地方一起就两税、中央直

接受益税（如榷酒钱）、其他剩余索取权等进行争

夺；同时，中央放任地方自行解决其收支问题，为地

方法外征收、擅自征收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财政分

权的随意性与非规范性，使地方政府势力膨胀，最

终导致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四、从“量入为出”到“量出为入”的预算

原则下国家治理能力变化

唐朝早期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旧唐

书·食货志》“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

其项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

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量入为出”财政

原则长期以来在我国封建历史上占支配地位，唐朝

前期也是如此。究其根源，“量入为出”关键点在

“入”，“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方面反映了当

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财政活动的另

一方———财政支出形成实质性的约束，如先有收入

才有支出，当然更重要的是数量上约束。唐朝的主

要政府收入是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田赋收入，由于农

业经济创造与财富积累的速度相对于工商业更为

缓慢，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财政收入缺乏增长

弹性，财政支出也就难以有大的扩张，收入成为硬

约束，“量入为出”则为逻辑的必然；另外，高度集权

的家天下制使得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不可能为财

政支出提供明确的数量界定，“量出为入”显然不能

对“出”从制度上进行限制。唐朝前期的“量入为出”

从一个层面确保了统治者（政府）与社会、民众相对

固定的分配关系，有利于国家治理。淤《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于《管子·山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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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战乱导致耕地荒芜，丁口流离，赋

役基础受到严重破坏，赋税收入难以满足统治的需

要，“量入为出”财政原则不再适用，杨炎于“两税

法”中最先提出“量出为入”，“凡百役之费，一钱之

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淤“量出为入”

关键点在“出”，“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实现

“量出为入”，一是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做为支

撑，二是支出水平的确定要合法。在唐后期，虽然工

商业有一定发展，但受限于农业的主体地位，生产

力水平不高，产量有限，如果统治者用之无节，取之

无度，在有限的产出水平下，“量出为入”则会成为

民众的灾难，各种摊派、加征肆意横行。这也是两税

法在当时受到许多人的批判的主要原因，“夫地力

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

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

之丰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

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

出为入，不恤所无。”于

五、财政监督制度确保依法行政，有利于

推进国家治理

“以财行政”下加强财政监督、把好财政关，是

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唐朝主要通过财政审计和监

管制度实现财政监督。审计主要是对财政收支活动

的合法性进行经济监督，监察则是在经济监督的基

础上对官员进行约束。

从监督法令情况来看，唐前期的《赋役令》《仓

库令》《禄令》《户部格》《仓部格》《度支式》《计账式》

等法令是财政监督的法律依据。而《唐律疏议》则通

过律文、注文和《疏议》相结合的形式，进一步明确

对财政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其量刑依据；从监察主体

来看，比部司是唐代专司财政经济审计监督的最高

机关，隶属于刑部，不受其他部门的干预，负责勾覆

审计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州府的财政收支和财务收

支。凡政府的一切收支均要由比部审计，如《唐六

典》卷六载:“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句诸司百僚傣禄、公
解、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通悬数物,以周知内外之经
费而总句”,“凡仓库出纳,营造庸市丁匹、功程赃赎、
赋敛、勋赏赐与、军资器仗、和泉屯收,亦句覆之”。盂

审计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性，对京师诸司、仓库的

稽检按季进行,对诸州府是一年一勾。“京师仓库三
月一比,诸司、诸使、京都四时勾会于尚书省,以后季
勾前季,诸州则岁终而总勾焉”榆；从审计流程来看，

每年由州府长官和主管审计人员（司录、录事参军,
隶属于勾官系统）对本州府进行勾检后,将收支情况
审报比部检勘,进行监督。州府录事参军审计监督包
括勘复户籍制造，勾检留州钱物数额，督稽常平仓、

义仓的发放，比察租税收纳税额；比部主要行使的

是审计权，而惩罚权则由唐朝常设的监察机构御史

台行使，御史台根据审计监督的结果,依法惩处，防
止官吏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

的经济利益，确保国家治理有效实施。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是使中央政

令得以贯彻实施的有效手段，除了正常的比部勾覆

外，派出专员对地方财政进行专门监督也是常有之

事。由于唐朝前后财政体制不一，对地方的财政监

督也有所差异。

唐前期对地方的财政监督主要由御史和诸道

使臣负责，属于朝廷派出的单一的监察体制。按《唐

六典》规定，监察御史监察地方是采取“巡按郡县”

的方式。唐《仓库令》规定：“在外凡有仓库之处，覆

囚使及御史出日，即令案行。其贮掌盖覆不如法者，

还日闻奏。”且为“奉饬乃巡，不每年出使”虞。它是一

种事后财政监督，由于人数较少，一般只有 8人左
右，较难进行全方位监督。为弥补御史台监督的不

足，唐朝前期有派监察使臣进行财政专项监督。如

贞观 8年时“诸道黜陟大使”，唐中宗则正式按道分
设巡察使，每道设 2个巡察使，睿宗景云二年，改置

淤《旧唐书·杨炎》。
于《陆宣公集·奏议六》。
盂《大唐六典》卷六。
榆《新唐书·百官二》。
虞参见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天一阁博物馆等。《天一阁藏明钞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
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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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察使，每道各 1人，开元二十二年起改为采访处
置使。这些监察使的监察内容包括财政违法行为、

专项财政监察等。唐前期，由于财政监督法制相对

健全、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度较强，地方官员的财

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

安史之乱后，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财政监督

情况有所变化。从财政监督法令来看，中央颁布了

新的财政监督法律，“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

两税外辄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淤，此

后分别于宪宗元和四年、元和十三年、穆宗时期、文

宗大和三年、大中四年对实行两税法后的“若非法

而擅赋敛，及以法赋敛而擅加益”于这一条款进行了

不同的诠释与重申，成为监督地方赋役征收的新的

法令依据。但由于这些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不明晰、变动较大，在实际执行中容易产生争议；同

时，对地方财政监督的范围与前期有所变化，仅限

于与组织中央财政收入有关的特定范围；在监督主

体上，则形成了由出使郞官、转运使、巡院等多元

化、多层面的监督主体，加强了对地方财政的监察。

唐后期出使郞官察访地方，是两税法改革后新的监

察举措，也是使臣监察体系被破坏后中央对地方财

政监察的一种补充，对加强地方税征起到一定的积

极作用。转运使在唐代宗时就有了监察地方财政的

职能，“如闻诸州承本道节度、观察使牒，科役百姓，

致户口凋敝，此后委转运使察访以闻。”盂诸道巡院

员也有进行财政监察的责任，“天下除两税外，辄不

得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偶一为之，仍令御史

台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严加访察。”榆但是，

这些对地方的财政监察措施，在唐朝后期强枝弱干

的情况下，所起到的作用不大。另外，从唐后期皇帝

不断给出使郎官、出使御史、度支盐铁巡院官下达

监督地方财政的特定使命来看，可知当时地方官员

的财政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最后“国命所能制者，河

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

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虞国家治理秩序崩

溃，李唐王朝的政权名存实亡。

六、结语

从唐朝财政制度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

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经验或启示：一是财政制度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直接影响国家治理能力。

同时，国家治理能力又进一步制约和影响财政制度

作用的发挥；二是税收征管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在

税权上的重要体现，它受征管制度、税务机关行政

能力、金融体系发展情况等因素的制约，对这些因

素进行改进，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从而提高

国家治理能力；三是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关系而存

在，进一步明确财政职能、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中

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规范财政收支管理等，有利于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四是“理公共之财，管公共之

事”，财政运行体现的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公权力

的主体和属性为“公”，是人民在法定范围内让渡私

权力而形成的，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是国家有效治

理的必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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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全唐文》卷五十。
于《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
盂《旧唐书·代宗》。
榆《唐大诏令集》卷 71。
虞《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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